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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域水环境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在水环境治理中传统的科层机制、市场机制、自治合作机制等水环境治理模式因其缺陷，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将网络治理引入流域水环境治理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澳大利亚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政策的实施，探索出较成熟水环境网络治理模式。本文以墨累——达令流域水环境治理实践为例，剖析了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中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及公众等利益主体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网络结构关系，探讨了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的信任机制、学习机制、协调机制等机制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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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环境问题愈益凸显，如何有效治理水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水环境治理包括三层涵义:工程技术和生态学意义上的治理；行政管理层面的治理；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层面意义上的治理。[1]本文水环境治理是指公共管理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治理。已有实践表明，水环境治理中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机制治理、自治合作治理因其自身的缺陷未能使水环境得到有效治理，迫切需要变革原有治理模式，而网络治理治理模式正是弥补上述三种治理机制模式不足而提出的新型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是政府面对复杂环境，与私营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等进行合作共治，以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就流域水环境治理而言，一方面流域水环境问题日趋复杂，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另一方面政府科层结构与理性缺失使之难以有效治理流域水环境问题。流域水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建立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网络决策系统。因此，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澳大利亚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水环境网络治理模式，本文拟以墨累——达令流域水环境治理为例，对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的网络治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为我国水管理提供借鉴。
1 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历史沿革及政策措施
1.1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情况
墨累——达令流域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流域，约占澳大利亚国土总面积的14%，墨累河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达令河是墨累河最大的一级支流。[2]该流域在行政区域上包括新南维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和首都直辖区。墨累——达令水系提供全国国内用水、行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的75%，是国家最重要的水源之一。[3]墨累—达令流域是全国重要的农作物产区，灌溉农业用水占该区域总引水量的96%。随着对墨累—达令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流域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1）盐碱化问题；（2）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挤占了环境用水；（3）水质问题日趋严重。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2水环境治理的历史沿革
澳大利亚是联邦体制的国家，水资源的所有权为各州所有，各州负责水资源的管理，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但也正因为这一水管理体制，也成为了在全流域范围内对水资源进行管理的障碍。在19世纪末，在人口主要聚居区发生的干旱与过度使用导致的引水冲突促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分水协议的产生——墨累河水协议（River Murray Waters Agreement，RMWA），成立了墨累河委员会（River Murray Commission，RMC），负责协议的执行。各州认识到没有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合作便无法解决干旱和过度用水所引发的危机。[4] 寄希望于通过各州达成一定的妥协共同遵守协议来解决水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但是这一水协议的主要限制是它只涉及墨累河干流的水问题，只关注水量问题，忽视了水质问题。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水需要不断的增加，加之越来越严重的盐碱化使得分水协议无法继续执行。由此，提出了墨累——达令流域行动（Murray-Darling Basin Initiative）。签署了墨累——达令流域协议（Murray-Darling Basin Agreement），代替了之前的分水协议RMWA。协议成立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流域管理机构：流域部长理事会、流域委员会（代替了墨累河委员会，RMC）、社区咨询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是政治和决策机构；流域委员会是执行机构，管理墨累河，在规划、开发、管理和对流域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方面给部长理事会提供建议和协助；社区咨询委员会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它直接向部长理事会提供建议，并作为在部长理事会、委员会和流域内的社区之间进行沟通协调的组织。[5]MDB行动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例如：对盐碱化的关注并采用引流策略比较成功的治理了主要河道的盐碱化问题。但是它在解决一些威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资源安全的挑战上仍存在不足。因此，部长理事会在分水方面设置了一个“帽子”，也就是“分水封顶”制度，就是对引水的总量加以限制，保证河道环境的需水量。这个帽子并没有限制灌溉的长远发展，从长远看通过满足生态用水防止生态环境退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用水的安全性。并通过水权的界定，开放水市场，水市场的运作对会引起重大环境危害的用水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把水分给附加值更高、不能产生大量环境成本的灌溉户，即优化了产业结构，又保护了环境。“帽子”的设定一般认为是有利于环境的，因为它可以根据气候的变化而改变，人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干旱的年份、水位较低的情况下使引水量相应的减少，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相较没有实施之前，在任何年份都引用同样数量的水，反而加重了在干旱年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6]并且由于流域内许多地区的管理体制不同，在加上数据的获得比较困难，使得充分的规划、管理地方和支流层级的变革变得困难。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分开管理，不同支流和州的管理准则不同，使得成功实现全流域目标成为很大的挑战。为应对这些困难，澳大利亚政府带头建议，在2004年提出了有“有生机的墨累河项目”（The Living Murray First Step），旨在通过国家的财政投入提升水利基础设施的运作能力，提高用水效率，并通过购买水权的方式以增加环境用水量，缓解过度用水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墨累河恢复“一个健康运作的河流体系”。通过财政投入的保障和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央权威，有利于实现全流域管理。
1.3国家水行动（National Water Initiative）和2007年水法案
国家水行动（NWI）的提出是基于在1994年发起的水改革，包括水交易和水价改革，制定更详尽的计划方案以应对94年改革进展的缓慢问题。[7] 各州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很少考虑其行为对其他州造成的外部成本，各州的这种张力成为阻碍变革推行的主要力量。但过度的引水和干旱造成了不断的环境退化迫使各州同意合作，其结果就是NWI。为了更有力的推动NWI的推行，通过了2007年水法案（the Water Act 2007）。法案规定了用在各种工程项目上的资金，以支持NWI的实行。法案要求在全流域范围内制定实施流域计划，其目的是为可持续管理提供一个全流域的框架。流域计划的设计是旨在对从流域提取的水资源数量加以限制以保证环境的可持续，设置流域范围内的环境水质和盐浓度的目标，在全流域发展高效的水权交易制度，对各州的水资源计划设置要求并提升流域内所有用户的用水安全。各州需要在与总计划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制定分计划，并负责具体的实施。流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允许并需要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输入。这个法案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墨累—达令流域当局的成立（the Murray-Darling Basin Authority MDBA）。通过法案的颁布和专门中央机构的设置，增强了中央政府进行流域管理的权威。07法案创建了一个关键的组织机构——联邦环境水保持局（the Commonwealth Environmental Water Holder CEWH）。CEWH负责把购买来的和通过联邦政府投资的水利基础设施节约得到的水用于实现环境目标。
2 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的主体与结构


墨累——达令流域的水环境治理，由于其复杂性和广泛性，在加之需要突破地域的限制从整个流域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多元治理主体很必要。澳大利亚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变革，形成了政府、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多元治理网络。这种网络治理模式对澳大利亚水环境治理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1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主体
（1）政府
澳大利亚政治体制是联邦政体，其特点就是各州的自主性较强，联邦政府对其的控制较弱。澳大利亚的水资源为各州所有，各州在水资源的管理和使用上有较大的权力。这样就会导致各州对水资源的利用很少考虑会给流域内其他州所带来的外部成本，造成整个流域的引水过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澳大利亚逐步探索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的治理模式。
①联邦政府。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各州所有，各州享有主要的水资源管理权，这导致各州形成了不同的管理体制，使得针对全流域的资源和环境政策难以推行。面对日益严重的水环境状况，各州凭一己之力无法应对，需要联邦政府的统筹和资金上的支持。2007水法案在平衡联邦和州的权力所有上做了基本的转变，建立了联邦权威的机构：墨累—达令流域管理局（MDBA,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Authority）和联邦环境水保持局（the Commonwealth Environmental Water Holder，CEWH），扩大了联邦政府管理水资源的权力。是联邦国家中第一个针对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水问题通过达成全国范围的协议来重新建构联邦和州之间关系的国家。[8] MDBA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机构，并为水资源的整合管理建立了一个流域范围的计划，各州必须与总计划一致的基础上编制各州的计划，并通过立法确定，保证了其权威性。CEWH的角色是在与MDBA所建立的计划一致的基础上，负责环境用水的保护、管理和分配。通过对联邦政府权力的划定和相关机构的设置，进行计划和统筹，建立统一的准则和机制，进行流域范围的管理。把水环境治理纳入整个流域的框架，转变各州分立而治造成的不良局面，并给予各州、乃至地方用于水环境治理的资金支持。
②州政府。联邦体制下各州的相对独立性，拥有对水资源的所有权，在水资源管理和分配上享有重要的权力和责任。虽然各州通过签订协议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不可避免水资源使用的负外部性，跨州的水权交易和水市场的开放也变得困难。2007水法案，重新界定了联邦政府与各州的权力关系。联邦政府主要负责计划和政策的制定，但具体的执行仍需要州政府去做，如对水环境的监测和报告，环境用水的具体分配，子计划的制定和推行。州政府还拥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培育地方管理当局的能力，作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社区的桥梁，促进规划项目的推行和社区的参与，又将获得的信息传达给联邦政府，以便进行规划的制定。
③地方政府。在州政府之下设置地方水管理局（catchment management authorities ，CMAs），它隶属于州政府，并从州政府获得资金但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时也得到联邦政府的资金。它是流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州仍然拥有水资源的所有权，他们拥有大量的直接监管权力。他们在信息的收集，水的输送，水环境定点监测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它们在与社区的协商、收集各社区的意见和有关环境的地方知识上占有很重要的角色。在墨累——达令流域还有比较重要的地方性的机构设置，就是流域管理组织（CMOs, Catchm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MDBA进行全流域管理在地方层级中无法高效的推动和实施，CMOs 在制定当地计划和水环境的管理方面成为明显的选择。在墨累—达令流域有八个CMOs，负责在区域层级的项目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并且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9]其关键的角色是：将水优先分配给不同环境资产的相关信息的提供；与社区的地方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获取相关信息，争取当地社区对环境用水分配方案的同意和支持；生态用水的管理，包括对水环境的监测和适应性管理等。以较小的规模更能适应复杂的情况，灵活机动，且利于融入社区，获取社区居民的信任，以较小的成本获取地方相关知识，促进社区的参与。
    （2）社区
澳大利亚的水环境治理中非常注重社区的参与，这在机构的设置上就能很好的体现出来，这一机构就是墨累——达令流域的社区咨询委员会。社区咨询委员会的21名成员，来自4个州、12个地方流域机构和4个特殊利益群体代表。即涵盖了流域内的4个不同的司法行政区，又将距社区较近的地方流域机构纳入其中，在加之4个特殊利益群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主要的角色是促进社区和部长理事会、流域委员会的双向沟通，将社区的意见建议和当地知识的上传，使社区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并将政策的相关信息下达，使社区获取公开透明的信息，以更好的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是世界上通过机构的设置提供社区参与的有效途径之典范。澳大利亚在流域自然资源管理上非常注重社区与政府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早在1990年，墨累－达令流域部级理事会针对流域健康下降问题，启动了“自然资源管理战略”，该战略以流域综合管理和建立社区与政府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带来了流域自然资源管理的重大变化。“土地关爱”（Land care) 、“关注水” ( Water watch) 等，开展了重要的社区行动，采取行动改善水质和环境流量，[2]制定全流域战略，解决蓝藻等水质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促进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政府，公司和非营利性组织给予社区行动以有效的支持，并给予财政资金上的保障，凝聚社区的力量来解决复杂广泛的水环境问题。
（3）非政府组织（NGO）和社会团体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政府与市场在许多问题的治理上凸显出许多问题，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参与治理的主要实体，正在不断的成熟和壮大，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的水环境治理上，NGO活跃在水环境治理的活动过程中，在参与政策的制定、实施具体的水环境治理活动、倡议的发起和对公众进行水环境治理的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墨岭—达令流域委员会本身就是非政府组织，以自治组织的身份作为部长理事会的执行机构[10]。委员通常是缔约方政府中土地、水以及环境资源管理部门中的高级官员，使委员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以利于推动协议的达成和政策的实施。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招聘来自于政府部门、大学、私营企业及社区组织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研究的专家，对日常事务负责，以便将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和经验运用到流域水环境治理中去。其次，非政府组织大多数还包括利益相关者和特殊利益群体，组成组织以参与决策并反映利益诉求。在澳大利亚的水环境治理中，生活在墨累——达令河沿岸的土著居民，他们世世代代与河流和自然环境进行交流，形成了具体的思想和完整的知识，这些思想和知识以情感上的顾虑和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交融的关系为指导原则。它们有强烈的意愿和诉求参与到水环境治理的决策中来改善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政府也需要将他们的思想和地方知识体系运用在水环境治理中。他们在2003年成立了一个联盟，墨累—达令河土著联盟（the Murray Lower Darling Rivers Indigenous Nations (MLDRIN)，墨累—达令流域委员会拨款，他们已经在墨累—达令流域行动中创造性的获得了参与协商和探讨的机会，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1]最后，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教育宣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增强了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鼓励民众参与水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墨累——达令协会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通过网络和广播的形式传达给社区和公众，以增强社区和公众对水环境问题的认识，并提供解决水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并且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成立保持开放和鼓励的态度，只要社区和个人欲成立组织解决一个特定的水环境问题，政府通过评估认为有必要，都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资金，推动组织的成立并使其发挥作用。
（4）企业
澳大利亚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健全的市场体系，非常注重对私有化的培育。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澳大利亚就着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如水权交易和水市场的建立。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企业，在水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负责规划项目的制定，在具体的实施方面会授权于私有企业。政府在水利设施的建设、城市污水的处理、技术的开发和改进都有赖于私有企业。在墨累—达令流域水环境管理中，灌溉相关行业对水环境的治理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对水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相关技术咨询公司与灌溉户合作，改进灌溉技术，调整用水结构，并对水权的交易提供科学的建议，这既节省了用水成本、提高了作物的附加值，又可缓解过度分水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环境用水。例如：作为矿石出口大国，采矿行业往往会造成水质的污染。随着政府逐步改革并采取措施加强监管、设立污水排放标准，使采矿企业认识到不能再不顾环境的负外部性行事。促使它们与专门的咨询公司合作，制定有效的方案和改进措施。澳大利亚的环境治理咨询公司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已逐步实现全球化战略，对世界各国的水环境治理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案措施，是澳大利亚水环境治理成熟的重要标志。
（5）公众
澳大利亚水环境治理中，社会各界和广泛大众都参与其中。各大学及科研机构与政府合作，进行水环境治理的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各个中小学开展广泛的环境教育活动，例如“关爱水”，“绿化澳大利亚” ( Greening Australia) 等。各个利益相关者通过机构的设置和渠道的建立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早在1984年，澳大利亚形成了TCM政策，TCM已成为公众最为熟悉的缩写词之一，即“全流域管理”，其主题是“公众与政府一起努力”。[12]有良好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传统和基础。
2.2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结构
流域水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网络治理结构（见图1）。根据2007年水法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打破了既有的权力格局，使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存在张力，既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又有讨价还价和制衡的关系，在总体上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了相互协调配合的纵向的多层次水环境治理网络。社区通过参与和介入，政府与社区也相互协调配合，致力于一致的行动和行动水平的提升。政府与公众建立了较成熟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授权于企业，推进私有化，私营公司的咨询和技术改进助力水环境治理，在水环境治理上可致力于一致目标。非政府组织发源于社区和公众与政府建立起了有效的沟通协商相互支持配合的关系。社区行动会获得企业的支持，二者的利益取向是可以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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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结构
3. 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模式的运作机制
澳大利亚在水环境治理上形成了相互协调配合和交互作用的网络，这种网络治理模式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作为网络治理模式的引导者，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创新而建立起来的。水环境治理网络能够有效运作主要取决于以下作用机制：
3.1信任机制
在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是其能够有效运行的基础。网络治理强调合作，有信任才能促进合作，才能使各网络治理主体致力于一致目标。澳大利亚的水环境治理方面凸显出信任机制促进治理网络能够有效运作的重要性。
（1）水市场交易机制的建立。完善的市场能够降低治理主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网络治理的前提。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市场在水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在明确界定了水权的前提下建立起了较完善的水权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引导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即使考虑到生态环境用水的需要也没有侵犯产权，而是遵照市场规则购买水权补充生态用水，增强了广大用水户的信任与合作意愿。在完善的配套制度下促使企业放心的进入到水环境治理这一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中来，增强了企业合作的积极性。信任机制的有效发挥与政府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密切相关。
（2）法律、计划等“制度性信任”的建立。澳大利亚通过2007年水法案的建立和实施重新界定在水环境治理中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的关系、明确界定了各州权限和责任。法律的权威性增强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信任，也增强了各州之间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各州的策略性行为对流域其他州的损害，进而将各州都纳入到水环境治理的合作的框架内。法案对制定流域规划（包括总规划与分规划）都事无巨细的囊括了水环境治理问题，旨在2012年完成规划的制定，并将其上升到法律，确保规划的权威性，增强了各治理主体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乃至广大公众的互动合作的网络治理体系。
3.2学习机制
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多变性，学习机制的建立能够增强对环境的适应性。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共享以及各治理主体的互动协作，能增强治理系统对环境的敏感性和适应性。这种学习机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政府主动学习。水环境的治理需要广泛的水环境信息和相关知识体系。知识和信息是政府进行治理决策的前提。澳大利亚政府非常注重对社区和公众的知识和信息的获取。社区咨询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实现信息有效沟通、民众积极参与的组织渠道。这一方面体现了民主参与，增强了社区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另一方面又能通过专门组织机构的建立，及时获取地方流域的信息和知识，保证了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主动学习的关键在于不断的创新。澳大利亚政府针对流域水环境问题，不断创新政策工具。例如：通过购买水权来保证环境用水，政府成为水环境的“代理人”进行水权交易等。
（2）企业和公众的主动学习。各级政府通过设立可排污水的标准并建立起了严格的监测体系，再加之企业名誉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影响，各企业有动力主动寻求技术方案，与咨询公司合作，主动学习，争取做到节约用水及所排水达到规定标准。在墨累——达令流域，由于农业发达使灌溉成为非常重要的行业，广大的灌溉户在水权交易制度的激励下，与伴随着水市场和水权交易制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咨询公司合作，主动寻求节约用水的灌溉措施和水权交易及优化分配的方案，促使水资源的高效节约利用。此外，公众在政府支持下，以及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号召动员下，参与各种水环境治理的活动，逐渐树立水环境保护的意识。
3.3协调机制
治理网络的建立及有效运作是建立在有效的沟通协调的基础上。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有效沟通协调能确保利益主体间的信息对称，是减少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因此，良好的协调机制能够促进“多中心”有效沟通及相互信任，促进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及流动，进而建立起紧密的交互网络；能够避免各治理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不利于流域目标的负外部性的行为。能够增强治理网络的协同效应，减少网络运行的成本和交易费用，构建起处理水环境治理这一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的伙伴关系。
（1）政府体制内的府际协调关系。流域的整体性与行政区划的矛盾是进行水环境治理的主要矛盾，府际关系的协调尤为重要。澳大利亚一直注重州自治体之间的协调，逐步建立起了各州之间、联邦政府与州之间的协调平台。首先，通过机构的建立来协调各州之间的关系。部长理事会、流域委员会等都属于流域协调机构。这些协调机构不是名义上的，而是真正的有权威和能力促进各州之间、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推进行动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墨累——达令流域管理局的成立及权责的设立成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进行协调以推进法案、规划实施的平台。其次，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协议为政府体制内各利益主体间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规制。各州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妥协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协调各州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并将各州纳入到联系紧密的网络系统中。
（2）政府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在水环境治理中，社会力量日益成为政府与市场以外的重要的治理主体。如何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协调沟通，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治理的网络系统中，以整合社会资源与公众的力量变得尤为重要。组织机构的设置成为澳大利亚政府促进政府与社会协调的重要组织平台。这其中社区咨询委员会是连接政府与社会的重要纽带。社区咨询委员会的运作机制能够确保环境治理信息的上传下达，以及政府与公众在水环境利益上的沟通协调。社区咨询委员会以更贴近社区公众的视角和理念，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积极参与流域水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的事务，充分发挥社会与政府间的协调的作用。此外，政府支持协助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对其保持开放的态度，以组织化的方式将个体的知识信息和力量纳入到水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形成了集群优势，有效促进了政府与整个社会的沟通与协作。
4  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建立起来的较成熟的网络治理模式给我国水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些理念和行为值得我国借鉴。
（1）流域水环境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对其治理和保护需要流域内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众利益主体因利益偏好的差异，在流域水资源利用开发以及保护管理等各个环节上存在冲突和纠纷，而要解决此问题，必须建立基于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水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机制，形成网络化的流域水环境治理模式。
（2）在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政府是社会力量的整合者。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政府是关键性主体，其通过相关政策工具整合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形成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合力。其次，在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中，政府不仅要成为规制的建立实施者，还要成为水环境网络治理的导航者，领导指引，创造有利于保护水环境的制度环境，而非凡事都亲力亲为。最后，政府应成为水环境治理行为鼓励者。在计划、法律的制定和具体执行中体现治理水环境的意志和决心，在精神上抑或财政上提供针对具体保护水环境行为的相关激励。通过多种方式和体制机制的建立鼓舞全社会的投入和热情。
（3）界定产权是流域水环境有效治理的前提。澳大利亚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是在明晰各级政府、政府部门、企业、公众、社区等利益主体在流域水资源产权的基础上建立的。通过界定产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得以建立。当然，水资源产权的界定并非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的产权的涵义，而是在政府引导下的有利于水环境保护的产权界定，将水资源产权细分并作相应的规定形成有利于水环境的产权结构，并借助水市场的建立运行，引导水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也是我国目前水资源管理面临主要课题。
（4）建立有效的流域协调机构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非常重要。流域协调机构即需要足够的权威推动法律协议的执行，也需要建立起流域内各行政辖区间有效信息共享和沟通协商的平台和运作机制。为提升治理水环境的能力和专业性，建立隶属于协调机构的具有水环境治理专业技术、经验的执行机构有其必要性。
（5）在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中，政府需建立与社区、公众的密切联系。社区、公众是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直接实践者，掌握着第一手的水管理信息。政府应转变管理理念，成为“虚心的学习者”，通过建立相应的组织，以贴近社区，贴近公众。既获取水环境的信息和地方知识体系，又可建立与社区融洽的关系以有效的推进计划的实施。政府要具备战略眼光，有效的放权，对非政府组织的建立给以支持而非阻碍，才能将社会力量整合进水环境的网络治理中，逐步培育起民众的水环境保护的传统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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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asin Water Environmental Network Governance Model and Implications of Australia

Canghai Fan  Lijing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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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 water environmental problem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Traditional hierarchy mechanism, market mechanism, autonomy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wat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ve their defects. A new governance model is urgently needed. It’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introduce network governance to basin wa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fter decades of reform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ustralia has explored a more mature network governance model in basin wat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 the practice of Murray-darling basin wat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s an example, analyzed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communit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in basin water environmental network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of network structure between them, probes into the trust mechanism, learning mechanism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basin water environmental network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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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贡献有关水环境的知识和信息，参与政策的制定，采取行动实施具体的水环境治理项目





联邦政府：制定全流域范围的政策，制定环境水计划和准则，促进州的能力建设和协调，整个系统的监测和汇报。





州政府：制定分水计划，负责计划的执行和水资源的管理，对地方管理局能力的培养，对水环境状况的监测和汇报，对水环境治理项目的督促执行





企业：通过授权拥有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治理的一些权责，技术的改进，咨询建议





政府





地方政府：与社区的沟通协商并促进其积极参与，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定点的监测，实施具体的水输送





NGO:协调和整合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具体行动，促进公众的参与，推行保护环境的教育，进行宣传倡议





公众：建立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广泛的参与到水环境治理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流域水环境网络治理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1CZZ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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